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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峡地区处于长江上游与中游之间的过渡地带，峡江水域、山地森林、河谷台地与支流沟谷在有限空间中交错分布，形成区别于平原农业区的复合生态环境。这一环境格局既塑造了古代人群获取动物资源的多元方式，也使考古出土动物遗存成为考察生计结构、聚落选择与环境适应的重要证据。现有研究显示，三峡地区动物资源研究已由动物群描述和生态背景复原，逐步转向鱼类捕捞、山地狩猎、家畜饲养、骨骼加工及小型动物微环境指示等问题。本文认为，该区域动物资源利用并非由渔猎向农业的单线演进，而是在水域、山地、聚落和技术活动之间形成长期并存、相互补充的复合型生业结构。后续研究应在区分“动物存在”“环境指示”与“人类利用”等证据层级的基础上，加强鱼类骨骼精细鉴定、量化统计、空间分析和多方法整合，以深化对山地峡江环境下资源利用机制与区域社会发展路径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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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地区峡谷、干支流水系、河谷台地、山地森林与喀斯特洞穴在有限空间内交错分布，形成不同于江汉平原、成都平原的山地峡江环境，这一空间结构不仅影响聚落位置和交通联系，也塑造了动物资源获取的方式。沿江台地与支流入江口便于渔捞，山地森林提供狩猎对象，河谷聚落则为家畜饲养、骨器加工及小型动物伴栖提供了生活空间。因此，讨论三峡地区古代生计结构，不能简单沿用平原农业社会的单一解释模式，而应将动物资源利用置于山地峡江环境及其多重生态单元的互动关系中加以考察。
从考古资料看，动物遗存虽同属动物材料，但其形成过程、出土语境和可支持的解释层级并不一致。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中伴出的动物化石，多与石制品共同构成判断古环境、动物群组合及早期人类活动背景的依据。新石器时代以来聚落遗址中的鱼骨、兽骨、家畜骨骼、骨器以及网坠、鱼钩、鱼镖等遗物，更多是关联于资源获取、加工消费和日常生产。具体而言，鱼椎骨、鱼鳞、鳃盖骨及渔具组合，可用于讨论长江干流、支流及近岸水域的开发，鹿、野猪、熊、猴等野生动物遗存，反映山地森林资源进入古代生计体系的可能路径，猪、狗、牛、羊、鸡、马等家畜材料，则提示定居生活、区域交流与饲养实践对动物资源结构的重塑。与此同时，带有切割、砍砸、烧灼、磨制等痕迹的骨骼表明，部分动物遗存并非止于食物残余，还可能经过再加工，转化为工具、装饰品或其他技术材料。此外，小哺乳动物遗骸的意义主要不在于肉食消费，而在于揭示聚落周边生态、居住环境和伴人关系。
同时，动物遗存的功能与可利用信息也存在差异，不能简单将遗址中所有动物材料加总视为资源利用。更新世动物群主要指示古环境和早期人类活动背景，小型哺乳动物、鸟类、蝙蝠、食虫目和啮齿类材料，则更适合反映局部微环境、居住条件或伴栖关系。因此，只有在出土语境、人工痕迹、组合关系或功能指向明确时，相关材料才可纳入捕捞、狩猎、饲养、加工和交换等资源利用的讨论。这种区分并非削弱材料价值，而是使不同类型的动物遗存能够在区域环境史、生计史和技术史中发挥各自的解释作用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以旧石器时代以来至先秦时期的动物资源研究为主体，兼及历史时期具有方法启示意义的遗址材料，更进一步，本文也不以动物种类名录为终点，而是围绕资料基础、资源利用面向、方法转向和研究限度展开述评，重点讨论三峡地区动物遗存如何从生态背景材料转化为解释生计策略、技术行为和区域联系的考古学证据。
综上，古代三峡人群依托河流、森林、山地等多元生态单元，形成了具有适应性的资源利用体系。因此，对三峡地区动物资源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古代人群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可为当代生态保护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参照。进而，对动物遗存所反映的渔猎、饲养、加工及人地关系变化进行研究，旨揭示区域生态资源利用方式的长期演变过程。这些历史时空的演变规律，最终能够为当前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中的水域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文化生态景观建设提供科学的历史依据，从而深化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关系的理论认识。
1  资料基础与研究进展：从动物群描述到遗址行为解释
三峡地区动物资源研究的资料基础，主要来自三峡工程建设以来持续开展的考古发掘、抢救性调查与遗址整理工作。早期成果多将动物遗存置于生态环境复原、考古文化阐释和人类适应研究之中，侧重借助动物群组合说明区域环境背景与生业条件，而对动物资源的获取、加工、消费及再利用等具体行为过程讨论相对有限。赵冬菊从三峡考古材料中梳理鱼骨、兽骨、网坠、骨器等遗物与渔猎活动的关系[1-3]，周乐鹏以动物群与古环境为主题，讨论更新世以来三峡动物群由“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向全新世现生动物群过渡的过程[4]，裴树文等、陈育芝和武仙竹等则从旧石器遗址、石器工业和伴生动物群出发，分析早期人类在三峡及周边地区的生存环境与适应方式[5,6]。这一阶段，可以看出动物材料更多作为环境史和文化背景的支撑性证据进入研究，伴随着具体遗址动物骨骼资料的整理和发表，相关讨论才逐渐由宏观环境描述转向遗址行为和资源利用过程的分析。
玉米洞与犀牛洞遗址材料的系统整理，提高了更新世动物群在地层层位上的分辨能力，也增强了对古环境条件的解释精度，为进一步推断人类活动背景和区域生态变迁提供了可靠依据。陈少坤等对巫山玉米洞遗址哺乳动物化石的研究指出，该遗址出土大量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小哺乳类均为现生种，大哺乳类以中晚更新世“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为主，地层堆积可对应海洋同位素阶段(marine isotope stages，MIS) 8—1、约距今30万年以来[7]。庞丽波等对玉米洞MIS 2阶段鼹科动物进行系统鉴定，将相关材料判定为长尾鼩鼹、白尾鼹和宽齿鼹，并据其现代生境推断当时环境较现代寒凉，喜寒凉类群在末次盛冰期附近可能向低海拔区域扩散，进入全新世暖期后则在当地区域性消失[8]。何树兴等对丰都犀牛洞遗址鼯鼠化石进行研究，鉴定出4属5种，指出距今约4.1万—4.6万年前遗址周边存在阔叶林与针阔混交林[9]。这类成果并不直接指向资源消费，却为理解三峡山地森林、洞穴环境和早期人类活动背景提供了更细密的动物证据。
鱼类资源研究直接关联峡江水域环境、聚落选址和渔猎传统，是观察三峡地区动物资源利用区域特征的重要切口。王家德较早从宏观层面梳理三峡地区古代渔猎传统，指出在农业尚未充分发展的时期，长江、溪河鱼类与山地野生动物共同构成三峡先民的重要生活资源[10]。刘慧围绕新石器时代渔业考古，结合鱼骨、网坠、鱼钩、鱼镖等材料讨论三峡渔业生产[11-12]，杨华、罗敏、王运辅和朱世学分别从远古渔业、先秦渔猎经济和巴族经济形态等角度，说明鱼类捕捞在峡江地区具有较长传统[13-15]，莫林恒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鱼类遗存的整理，则为三峡水生资源利用提供了流域比较参照[16]。蓝家寨遗址中华鲟骨鳞板的发现，使鱼类资源研究从一般渔获描述推进到特定鱼类、捕捞组织和交换关系的讨论。常云平、武仙竹指出，蓝家寨春秋时期遗存出土的一件中华鲟骨鳞板保存较好，可判断为背鳍前部最后一块骨鳞板，是我国考古工作中首次发现可确认具体生长体位的中华鲟骨骼，该研究还结合三峡历史渔业和遗址空间关系提出，春秋时期长江干流沿岸存在专门捕捞中华鲟的渔民，中华鲟等渔获物可能参与沿江与山区之间的物质交流[17]。这一材料表明，水生动物资源并不只是日常食物来源，某些大型洄游鱼类还可能成为区域交换和社会联系的媒介。
与概括性的渔猎经济讨论相比，具体遗址动物骨骼研究能够在出土语境、骨骼部位、加工痕迹和组合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动物资源获取、处理、消费及再利用的行为过程。朱诚等对忠县中坝遗址出土动物骨骼进行分析，讨论动物多样性与环境变化，材料涉及哺乳类、鱼类、鸟类、两栖类和爬行类等多个类别[18]。田晓四等对中坝遗址哺乳动物骨骼开展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从动物食性和生态位角度讨论鹿、猪、牛等动物与植被环境、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19]。武仙竹等关于蓝家寨遗址家畜骨骼和小型动物的系列研究，则为讨论先秦时期家畜种类、肉食结构和居住微环境提供了个案[20-21]，上述这些研究共同推动三峡动物资源研究由区域性描述转向遗址行为解释。
此外，小型动物研究的推进，改变了以往偏重大型哺乳动物、家畜和常见渔猎遗存的资料结构，也使伴人动物、聚落微环境和人类活动扰动成为三峡动物考古新的解释维度。李凤等在巫山大水田遗址大溪文化遗存中，通过水洗法和干筛法获得针毛鼠、黄毛鼠标本，指出二者为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中识别出的重要小型啮齿类，并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动物考古提供了罕见材料，作者还将其置于西南山区自然植被与人居环境交错地带加以解释[22]。武仙竹、王运辅对小家鼠和褐家鼠化石材料与早期迁徙的讨论，提示伴人啮齿类的扩散与人类活动、聚落环境之间存在密切关联[23]。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四川短尾鼩的研究虽属历史时期城市遗址个案，但其通过筛选法、水洗法提取小哺乳动物骨骼，并据此重建宋代城市庭院湿热、阴暗、昆虫和软体动物较多的微环境，对三峡及周边地区动物考古方法具有启发意义[24]。
总体来看，三峡地区动物资源研究已呈现多元化资料格局。更新世遗址如玉米洞、犀牛洞的动物群材料，不仅强化了古环境复原，也提供了早期人类活动背景的基础证据；新石器及先秦聚落遗址如中坝、蓝家寨、大水田的鱼骨、家畜骨骼、骨器和伴人动物材料，使研究进一步延伸至资源获取、加工消费及聚落生活的行为分析；历史时期遗址如老鼓楼衙署的小型动物材料，则凸显其在复原居住微环境方面的潜力。因此，动物遗存不再仅是区域生态背景的附属说明，而逐渐成为揭示古代生计策略、技术行为及社会关系的重要考古证据。
2  动物资源利用的主要面向与区域特征
在现有资料基础上，三峡地区动物资源利用可概括为四个主要面向：水域捕捞、山地狩猎、家畜饲养以及动物骨骼再利用。小型动物材料介于资源利用和环境指示之间，其出土情况既反映人类聚落周边生态与居住环境，也提示研究者在解释动物材料时区分不同证据类别和功能维度，从而在复原生计模式时避免将所有动物遗存等同对待。
水域捕捞构成三峡动物资源利用中最具地域性的内容，三峡地区江流湍急、支流密布，沿江台地和支流入江口既适于居住，也便于取水、设网和开展近岸捕捞。中堡岛、清水滩、柳林溪、龚家大沟、伍相庙等遗址发现的鱼骨、鱼腮骨、鱼椎骨、网坠和骨制鱼镖，构成讨论三峡水生动物资源利用的直接材料[10-14]。潘碧华从人居环境角度指出，忠县至巫山一线早期遗址多选择长江及支流入江口岸边台地，这类地点既可利用水产品，又便于接近周边山地资源[25]。因此，鱼类资源开发并非三峡生计结构中的偶发现象，而是与聚落选址、水域交通和峡江生态紧密相连的长期实践。
蓝家寨中华鲟的研究使水域捕捞的讨论更为具体，中华鲟是大型洄游鱼类，保存于考古地层中的多为体表骨质鳞板，体内软骨较难保存。蓝家寨出土骨鳞板能够确认具体体位，说明三峡鱼类遗存研究有必要在“鱼骨存在”之外，进一步追问鱼类种属、捕捞季节、捕捞方式和交换对象。若结合历史时期三峡鲟鱼捕捞和交易的记载，中华鲟可能不仅是食物资源，也可能是沿江群体与山地聚落之间进行物质交换的高价值水产[26]。这一点提示我们，鱼类资源研究不应止步于“渔猎经济”的宽泛表述，而应进入具体鱼类、捕捞技术和区域流通网络的层面。
山地野生动物材料显示森林资源在三峡地区生计结构中持续发挥作用，既为狩猎提供对象，也影响聚落利用和技术选择。赵冬菊、周乐鹏、裴树文等人的研究已注意到，三峡旧石器时代以来保存有大量动物化石和遗存，涉及鹿类、野猪、熊、猴类、犀、象、大熊猫等动物[1-5]。官庄坪、罗坪遗址群等具体遗址动物遗骸研究，提供了野生动物、家畜和水生动物并存的个案证据[27-28]。这些野生动物材料首先是复原区域生态环境的重要依据，可用于判断森林分布、动物群结构以及早期人类可能面对的资源条件。至于其是否参与狩猎、肉食消费、骨料利用或象征活动，则需要结合出土语境和人工痕迹进一步判断。
家畜饲养是动物资源结构变化中的另一条线索。武仙竹、罗玲较早讨论三峡地区家畜起源与传播问题[29]，蓝家寨遗址出土马、黄牛、山羊、鸡、狗、猪等家畜骨骼，为认识三峡先秦时期家畜种类和饲养状况提供了重要证据[30]，中坝遗址动物骨骼研究也显示猪、狗等家养动物已经进入遗址动物组合[31]。这些研究表明，随着定居生活、区域交流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家畜逐渐融入三峡地区的动物资源体系。李一全和潘碧华均指出，三峡地区农业出现之后，渔猎、采集和家庭饲养仍长期并存[25,32]。因此，家畜材料应放在复合型生计结构中考察，而不能简单理解为农业单线扩张的标志。
动物骨骼再利用体现了资源利用中的技术维度，陈文武关于三峡原始骨器发展的讨论，已经注意到骨器材料对于认识区域工具传统的意义[33]。李凤等对巫山大水田遗址动物骨骼微痕的研究，识别出剥皮、剔肉、砍砸、切割等痕迹，提示动物资源利用可能包括屠宰、肉食加工、骨料选择和骨器制作等连续行为[34]。贺存定等对大溪遗址制骨工业的研究，则从骨器类型、原料选择和制作工艺说明，动物骨骼可以被加工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渔猎工具[35]。这些研究把动物骨骼从“食物残余”扩展为“技术材料”，也使动物资源研究能够连接屠宰、加工、工具生产和日常生活。
如前文所述，小型动物也是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大水田针毛鼠、黄毛鼠，蓝家寨食虫目和翼手目动物，玉米洞鼹科动物，犀牛洞鼯鼠，老鼓楼衙署四川短尾鼩等材料，大多不宜直接解释为肉食资源，却能揭示聚落周边植被、湿度、洞穴环境、庭院微环境和人类活动强度[8,9,21,22,24]。其中，针毛鼠和黄毛鼠指向自然植被与人居环境交错地带，四川短尾鼩反映城市衙署庭院潮湿、遮阴和昆虫较多的环境，鼯鼠和鼹科动物则对森林结构和气候冷暖变化较为敏感。小型动物研究的意义并不是扩大“食物清单”，而是为动物资源利用研究提供更可靠的环境坐标。
上述分析的三峡地区动物资源研究的几个面向，并非彼此割裂，孤立存在，而是共同嵌入三峡山地峡江环境之中。水域捕捞依托长江干支流水系和沿岸台地，山地狩猎以森林、坡地资源为基础，家畜饲养与定居生活、区域交流和社会组织变化相伴随，骨骼再利用则体现动物资源由食物消费对象向技术材料的转化。小型动物材料虽通常不直接指向资源开发，却能够为判断聚落周边生态、居住环境和人类活动强度提供背景信息。因此，三峡地区动物资源利用的区域特征，不在于某一类资源的单独开发，而在于水域、山地、聚落和手工业活动在多重环境单元中的相互嵌合，并由此形成长期并存、相互补充的复合型生业结构。
3  方法转向与解释路径的深化
随着资料积累和研究方法的发展，三峡地区动物资源研究已逐渐超越单纯的种属记录与生态背景描述，开始关注资源获取方式、加工消费过程、技术选择及人地关系的综合分析。尽管种属鉴定仍构成研究基础，但仅回答“有哪些动物”已不足以揭示动物资源在古代人群生计体系中的作用。引入精细种属鉴定、系统采样、量化统计、微痕分析、稳定同位素、小型动物研究以及骨器技术分析等方法，使研究者能够从动物组合、骨骼部位、加工痕迹、食性结构和空间分布等多维度探讨资源获取、利用强度、消费方式及环境适应等问题。
首先，精细种属鉴定提高了动物材料的解释分辨率。玉米洞哺乳动物群研究把小哺乳类、大哺乳类和地层分析结合起来，用于判断遗址年代和气候波动[36]，玉米洞MIS 2阶段鼹科动物研究通过齿式、齿冠结构和尺寸比较，将标本具体鉴定到长尾鼩鼹、白尾鼹和宽齿鼹，并据生境推断末次盛冰期附近的寒凉环境[8]。犀牛洞鼯鼠研究则将材料分属4属5种，并通过物种生境差异讨论阔叶林与针阔混交林并存[9]。这些个案表明，种属鉴定越精细，环境复原和人类活动背景解释越不容易停留在泛泛而谈的层面。
其次，采样方法直接影响研究对象。以往考古发掘中，小型哺乳动物骨骼常因体量细小而被忽略。大水田遗址采用水洗法、干筛法和浮选材料进行鉴定，获得针毛鼠、黄毛鼠等小型啮齿类标本[22]。老鼓楼衙署遗址通过筛选法、水洗法提取四川短尾鼩、蝙蝠、鼠类等小哺乳动物骨骼，并由此讨论城市遗址微环境[24]。
再次，微痕分析使动物资源研究能够进入具体行为过程。李凤等对大水田遗址动物骨骼表面的切割、砍砸、剥皮、剔肉等痕迹进行观察，提出动物资源利用可能涉及屠宰、肉食加工、骨油开发、骨料选择和骨器制作[22]。这类研究突破了单纯依靠种属名录推断生业方式的局限，使研究者能够从骨骼表面痕迹复原“怎样利用动物”。对于三峡地区而言，微痕分析尤其适合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动物骨骼是否经过人为处理，二是骨骼在肉食消费之后是否被再次纳入工具生产或其他技术活动。
最后，稳定同位素和骨器技术研究进一步扩大了动物资源研究的解释范围。田晓四等对中坝遗址鹿、猪、牛等骨骼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讨论动物食性、植被环境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19]。骨器研究则从原料选择、加工步骤和器物功能入手，说明动物骨骼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渔猎工具中的转化[33,35]。如果说同位素分析有助于解释动物“生活在哪里、吃什么”，那么骨器技术研究则有助于解释动物骨骼“被怎样改造、进入何种技术体系”。二者共同推动动物资源研究从肉食结构走向更广泛的生计和技术实践。
但下列案例表明方法深化的同时也需要注意诠释的谨慎性。如玉米洞、犀牛洞等更新世动物材料对古环境复原价值很高，但不宜未经论证便纳入具体资源利用。大水田、蓝家寨和中坝等遗址动物骨骼若具有明确文化层、人工痕迹或功能组合，更适合讨论捕捞、饲养、屠宰、加工和交换。未来研究应把动物种属、骨骼部位、年龄结构、可鉴定标本数、最小个体数、骨重、加工痕迹、空间位置和遗址功能结合起来，而不应只以动物名称多少判断资源利用水平。鱼类骨骼尤其需要加强精细鉴定和量化统计，中华鲟这类特殊鱼种的发现也说明，水生动物研究有必要纳入洄游规律、捕捞季节、交通路线和交换网络等问题。
综上，从方法史角度看，三峡动物资源研究已经出现三个转向：一是由大型动物和家畜为主，转向兼重鱼类、小型哺乳动物和微环境指示物；二是由种属记录和生态背景描述，转向利用痕迹、空间关系和技术行为分析；三是由单个遗址个案，转向尝试在峡江水域、山地森林、河谷台地和城市遗址之间建立比较框架，这些转向为提升三峡动物考古的学术解释力提供了基础。
4  研究特点、不足与推进路径
从现有研究格局看，三峡地区动物资源研究呈现出几个较为明确的特点。第一，研究对象持续细化。早期成果多把动物材料作为古环境或渔猎经济的旁证，相关研究则逐渐能够围绕具体鱼类、具体小哺乳动物和具体遗址层位展开讨论。蓝家寨中华鲟骨鳞板、大水田针毛鼠和黄毛鼠、玉米洞鼹科动物、犀牛洞鼯鼠等材料，均说明三峡动物考古已经从“有什么动物”进入到“何种动物、何种环境、何种行为关系”的层面[8,17,22]。
第二，环境解释与资源利用解释开始分层。过去讨论三峡动物材料时，容易把动物化石、遗址动物遗存、食用残余和骨器原料混合使用。同时，此前的研究也提示我们，更新世动物群主要反映古环境和早期人类活动背景，小型动物多用于复原微环境和伴栖关系，具有人工痕迹、明确生活层或功能组合的骨骼，才更适合讨论资源利用。只有建立材料分层意识，动物遗存才能在区域环境史、生计史和技术史中分别发挥作用。
第三，三峡地区动物资源利用具有复合型而非单线演进的特征。鱼类捕捞、山地狩猎、家畜饲养和骨骼再利用并不是彼此替代的阶段序列。农业和家畜发展的同时，水域捕捞和山地资源开发也在同步进行。此外，某些动物未必是可以食用的动物，但是其遗存仍可能记录聚落周边生态和居住环境。因此，三峡地区的生计结构，更应理解为峡江水域、山地森林、河谷台地和聚落生活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组合，而不是从渔猎到农业的简单线性变化。
第四，鱼类资源研究仍是最能体现区域特色的方向。现有材料已能说明三峡地区渔业传统悠久，鱼骨、网坠、鱼钩、鱼镖等材料较为丰富[10-16]。但对鱼类种属、捕捞季节、捕捞规模、加工方式和流通关系的讨论仍显不足。同时，蓝家寨中华鲟材料提示，三峡水生资源研究可以进一步关注大型洄游鱼类、特殊渔获和交换网络[17]。因此，若能将鱼类骨骼精细鉴定、历史文献、地貌水文和遗址空间结合起来，三峡渔业考古有可能从“资源存在”推进到“生产组织”和“区域联系”的研究层面。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对于三峡地区动物资源的研究存在若干不足：首先，不同遗址的采样方法和发表程度不一致，影响区域比较。若某些遗址采用细筛、浮选和水洗，另一些遗址只保存或发表大型动物骨骼，两者之间便难以直接比较动物组合差异；其次，量化指标使用仍不充分。可鉴定标本数、最小个体数、骨重、年龄结构、骨骼部位、烧灼和切割比例等数据如果缺失，便难以判断动物消费规模和利用强度；最后，鱼类、小型动物和骨器材料之间仍缺少统一问题框架，许多成果停留在个案发表阶段，尚未形成跨遗址、跨时段的系统解释。
今后研究可从四个方面推进：第一，建立三峡地区动物遗存资料库，按遗址、年代、层位、动物种属、骨骼部位、采样方法和测年信息进行整理，为区域比较提供基础；第二，加强鱼类骨骼、鸟类、小型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精细鉴定，避免研究长期被大型哺乳动物和家畜材料主导；第三，将微痕分析、稳定同位素、基于质谱的动物骨骼胶原蛋白指纹分析技术、古脱氧核糖核酸、三维显微观察、残留物分析和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用于明确问题，而不是作为技术标签附加到材料之后；第四，把动物资源利用放回聚落选址、交通通道、环境波动和区域交换中考察，尤其应关注长江干支流与山地聚落之间的物资流动。
总体来看，三峡地区动物资源研究已由资料汇集逐步进入问题导向的综合解释阶段。动物遗存的价值不仅在于复原古代肉食来源，更在于揭示古代人群如何在峡江水域、山地森林、河谷台地和洞穴环境之间配置资源，并通过捕捞、狩猎、饲养、加工和骨器制作等活动形成相互补充的生计组合。因此，三峡地区不宜仅被理解为平原农业扩展的边缘地带，或农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其动物资源利用所呈现的，正是山地峡江环境中水域开发、山地利用、聚落经营与技术实践相互嵌合的地方性策略。未来研究仍需在材料分层、方法整合和区域比较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古代人群资源利用方式与区域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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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Research on Animal Resource Use in the Three Gorges Region: Centering on Archaeologically Recovered Faunal Re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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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ree Gorges region is located in the transitional zone between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Within a relatively confined landscape, gorge-river waters, mountain forests, river-valley terraces, and tributary valleys intersect with one another, forming a complex ecological setting distinct from that of plain agricultural zones. This environmental configuration shaped diverse ways in which ancient communities acquired animal resources and makes archaeologically recovered faunal remains crucial evidence for examining subsistence organization, settlement selection, and environmental adaptation. Existing studies indicate that research on animal resources in the Three Gorges region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descriptions of faunal assemblages and reconstructions of ecological backgrounds to more specific issues, including fish exploitation, mountain hunting, livestock husbandry, bone processing, and the micro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of small animal remain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nimal resource use in the region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as a unilinear transition from fishing and hunting to agriculture. Rather, it constituted a long-term, composite subsistence structure in which aquatic resources, mountain resources, settlement activities, and technological practices coexisted and complemented one another. Future research should distinguish more carefully among different levels of evidence, namely “animal presence,” “environmental indication,” and “human utilization.” It should also strengthen fine-grained identification of fish remains, quantitative analysis, spatial analysi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methods, so as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resource-use mechanisms and regional social development pathways in the mountainous gorg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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